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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粮食规模种植户
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517户规模户的调查

曹彬彬，李 剑，青 平*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找能够

有效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内部动机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基于 MOA理论（动机−机会−能力）构建粮食规模种植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

保护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来自粮食主产区省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

实地调查获取的 517份样本，在控制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规模户的企

业家精神正向影响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2）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均正向调节了规模户的

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3）基层制度完善性对企业家能力调节作用的

调节效应显著，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时，企业家能力对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

量保护行为的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增强。由此认为以引导和强化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的

方式推动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是相较于政策激励方式、经济激励方式之外值得重视的推

进耕地质量保护的举措，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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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质量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要切实保护好耕地”，并在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系统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其主要目的

就是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但目前我国粮食安全仍然面临人均耕地资源不足、高质量耕地不足、后

备耕地资源不足、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等多重挑战[1]。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等化学要

素的过量投入，再加上工业污染、耕地占优补劣、土地撂荒、不合理耕作制度及农作物结构失衡等原

因[2]，我国土壤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耕地质量堪忧。

针对我国耕地质量退化的严峻问题，中央高度重视，近 20年每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从耕地

的数量、质量、生态三方面提出了诸多针对性举措，涵盖农田生态建设、生态补偿机制、农业补贴等

等，旨在保护耕地、提升耕地产能。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做好耕地质量保护的具体政策制定，推

动耕地质量保护落到实处是实践中的重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中国广大农户中的独特一员，是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参与者，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更是耕地

质量建设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责任主体。作为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流发展形式，粮食规模

种植户（也称粮食规模经营户，后续简称“规模户”）是指在粮食生产方面初步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

经营的农户。相较于传统小农户，规模户在生产方式、技术使用、资金投入、组织化程度等方面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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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这些可能意味着其在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上更具可能性。因此，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规模户，

研究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对于未来中国的耕地质量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者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农户自身和家

庭特征因素，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非农就业等[3‐5]。二是耕地特征因素，如耕地规模、

耕地细碎化程度、耕地质量等[6‐7]。三是制度化特征因素，如农地确权、契约稳定性、农业补贴政策

等[8‐9]。四是其他因素，如农业社会化服务、社会网络、感知价值等[10‐11]。尽管大量研究探讨了农户耕

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到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而以创新、主动、冒险为核心

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决策、生产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12‐14]。与此同时，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规模户往往可能展现出更强的市场导向、更强的环境责任意识、更长远的眼光以

及更高的农业情怀等，这些精神品质、认知导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规模户的耕地质量保护决策。

本文基于 MOA 理论（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MOA）来构建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影响其

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决策在动机的驱动下发生，并直接影响行为

主体的判断，而能力和机会则对这一影响过程进行调节[15]。因此，本文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耕地

质量保护动机）作为自变量，将社会网络（外部机会）和企业家能力（个体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利用粮

食主产区省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实地调查获取的 517份样本，在控制影响耕地质量

保护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层次回归分析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

为的影响。研究旨在从企业家精神的独特角度探讨其对规模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发现影响

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新的内生动力因素，以期丰富和拓展现有关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研究，揭示

企业家精神在农业生产领域的独特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最初是由Knight提出，原意是指企业家在创立、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

才能素养[16]。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企业家精神的边界在不断拓展，企业家精神已不再是企

业家个体所独有的特质，而是成为一种价值观体系，是人们对各种事物的态度，它可以被一般的个体

或群体（例如规模农户）所拥有[17]。规模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也可能展现出类似企业家的才能素

养，即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因此探讨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企业家精神的维度

分类上，Miller最先提出了企业家精神的3个基本维度：创新、冒险、主动，并将其视为个体或组织是否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标准[18]。随后，Covin 等研究开发了关于上述 3 个维度的企业家精神的测量量

表[19]。虽然多数学者都认可Miller、Covin等的观点，从创新、主动、冒险 3个维度来界定企业家精神，

但也有学者从合作精神、责任精神等角度来研究企业家精神，辛杰等认为企业家精神主要包含创新、

冒险、主动竞争、合作意识、济世精神 5个维度[20]。邓悦等在其研究中提到除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外，

“三农情怀”和社会网络合作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4]。

尽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但企业家精神的经典维度

仍然是以创新、主动、冒险为核心。而在具体探讨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时，重视合作、提倡企业家

责任等在当今社会被广泛提倡[20]。同时对于规模户而言，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通常需要不同主体

间的广泛合作，而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和保护耕地本身就是一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因此在分

析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时，除了纳入企业家精神的经典三维度外，还

应该再纳入责任精神和合作精神，从而使其更加符合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综上，本文将从

创新精神、主动精神、冒险精神、责任精神、合作精神这5个维度来衡量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

2.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实施的有助于土壤改良、地力提升以及能够

完善农田配套设施的一系列举措，例如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改善土壤贫瘠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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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土地平整、深耕深松等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的措施等[5]。

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农业从业者需要适应这些变化并采取积极行动。研究表

明，在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时，一些农户比其他农户更有能力适应，这种适应能力的异质性可能就在

于农户的企业家精神[21]。企业家精神导向中包括创新意识、主动意识、冒险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

等等，这些认知特征在帮助农业从业者识别风险、应对风险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12]。具体来看：第一，

具有创新精神的农业企业家更愿意运用新方法来提高经营绩效，通过技术采纳或者技术创新来提升

生产效率或应对外部风险挑战[22]。对于面临耕地环境变化挑战的规模户，更高的创新精神可能会促

使其通过尝试新技术参与到耕地质量保护中来。第二，个体的亲环境行为的产生通常离不开个体的

主动性[23]。面对耕地环境变化挑战时，具有主动精神的规模户更可能预见耕地质量威胁并采取积极

行动去应对，这就会体现在耕地质量保护技术的应用上。第三，愿意冒险的规模户可能会投入更多

资源来采用新的农业实践，而风险规避、不愿意冒险会导致投资不足，从而导致更低的技术采用率[24]。

具有冒险精神的规模户会更敢于承担风险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投资以追求长远效益。第四，具有责

任精神的规模户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更重视自己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的内在责任，更有可能处

理好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关系[25]，这些观念可能影响其对耕地质量保护技术的选择。第五，发扬合作精

神，农业从业者才更容易获得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方面的支持[26]，这些支持将有助于规模户降低技

术学习成本以及缓解资源约束从而推动耕地保护。因此，提出假设：

H1：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会正向影响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3.社会网络对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是指人们嵌入人情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一切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的总和[27]，人们的

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边燕杰等提出了二重社会网络的概念，并将社会网络划

分为基于个体情义联系的非正式网络和基于团体身份归属的正式网络[28]。规模户的生产经营严重依

赖于土地、资金、劳动力、农机设备等生产要素投入，不可避免地嵌入在以农村人际关系网络以及由

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生产服务机构等网络构成的双重社会网络中。因此，参照边燕杰等[28]的研

究，本文将规模户与村委会、亲戚朋友和其他农户等形成的强关系网络界定为非正式网络，将其与政

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生产服务机构等形成的弱关系网络界定为正式网络。

具体来看，正式网络所包含的关系大多是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生产经营服务机构等的联系，

这类关系资源通常获取难度较大，属于稀缺资源，拥有此类资源的规模户能获得更多技术、资金、政

策上的支持[29]，这些资源对于获取农业生产技术与专项补贴、降低农资投入成本、获取信贷资金等有

更高的便利性。非正式网络所包含的关系大多是与村委会、亲戚朋友、其他农户等的联系，对于规模

户来说，与这类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容易获得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土地租金、更稳定的土地流

转契约以及使用农业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另外不同群体间的信息共享与信息传递也有利于农业生产

技术的传播使用[30]。因此，社会网络的支持作用越强，企业家精神对规模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

影响更大。因此，提出假设：

H2：社会网络正向调节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强

度越高，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关系越强。

4.企业家能力对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贺小刚认为，企业家能力是指通过对不确定环境的敏锐观察，挖掘具有市场价值的机会、获取资

源，并构建组织能力以利用环境中的机会[31]。它通常包括多个维度，如管理能力、学习能力、战略能

力、创新能力、机会能力等。这些能力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宏观层次的能力，如识别和开发机会

的能力；微观层次的能力，如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参考创业研究中的定义[32‐34]，机会识别与开发能

力是指在不确定环境中能够感知、识别和开发新产品、新服务的个体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是指在经营

管理企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运营管理来改善经营条件的个体能力。本文参照易朝辉

等[34]的划分，将机会识别能力、机会开发能力作为规模户的机会能力维度，将组织能力、战略能力、学

习能力等作为规模户的经营管理能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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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能力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技术采纳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提升生产经

营效益对技术采纳的间接影响。具体来看，机会能力一方面可以有效帮助生产经营者洞察市场需求

变化（了解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趋势），把握农业市场机会，从而进行耕地质量提升与绿色生产投

资；另一方面，机会能力能够帮助规模户抓住市场机会，进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开发新产品、新服

务进行创收，更好地保障农业经营收益[35]，从而实现对耕地质量的长期投资。经营管理能力一方面有

助于农户快速学习和掌握农业新技术，降低技术使用成本，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推动耕地质量保

护技术的采纳；另一方面有明确的经营发展规划、懂得高效组织生产、了解国家农业政策优惠与扶持

措施，这些均能够促进规模户的发展壮大，提升自身生产经营收益，从而保障对耕地质量保护投资的

稳定性。因此，提出假设：

H3：企业家能力正向调节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企业家能力越

高，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关系越强。

5.基层制度完善性对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的调节作用的调节效应

基于前文分析，尽管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正向调节了企业家精神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

但考虑到制度环境可能对企业和个体行为产生影响[36]，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基层制度完善性对社

会网络、企业家能力调节作用的差异化影响。Delios等认为基层制度完善性主要体现为基层相关制

度的健全程度和基层法规制度的可落实性[37]。相对完善的基层制度能够提供有效的法治化、市场化

保障，为规模户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其缓解经营不确定性、减少交易风险并降低资源获取壁

垒[38]。基层制度的完善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规模户对社会网络支持的需求，基于地缘建立的人情关

系和互助网络实际上正是起到了弥补正式制度缺失的作用[39]。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时，规模户对

于依靠社会网络来获取农业资源的需求降低，基层部门信息公开、执法规范公正，此时农业经营者可

以依靠制度保障来获取农业技术、信息、资金等支持，而不用将过多精力用于维系社会网络关系。但

是，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低时，农业经营者就需要努力去维系社会关系，依靠社会网络来为自己提供

经营上的竞争优势，此时社会网络对企业家精神与耕地质量保护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会更强。因

此，提出假设：

H4：企业家精神、社会网络与基层制度完善性之间存在三维交互作用，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

时，社会网络对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减弱。

基层制度的完善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规模户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环境，提升其发挥企业

家能力的主动性。经营管理人员的企业家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生产经营绩效就取决于制度

的完善程度[40]。根据Teece的观点，可占有性是指企业家获取其创新活动产生的收益的能力[41]。在严

格的可占有性制度下，农业企业家可以保留从其专有资源中（企业家能力）获得的利润，而在宽松无

序的制度下，这些利润可能会不稳定或不可避免地被其他群体所占有。因此，如果制度环境允许农

业企业家保留通过其企业家能力所创造的收益，那么管理者才会充分发挥其能力去创造更高的经营

效益。因而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时，规模户对依靠自身企业家能力获取的收益占有程度更高，更

能激发规模户去发挥自身企业家能力的创造性作用，从而影响到对耕地质量保护技术的投入程度。

因此，提出假设：

H5：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能力与基层制度完善性之间存在三维交互作用，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

时，企业家能力对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增强。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先于 2023年 5月在武汉市江夏区和黄陂区、洪湖市多次进行预调查，并

在专家指导下修正调研问卷多轮，调研问卷主要涵盖了家庭基本情况、农业生产情况、耕地质量保护

情况以及对其企业家精神、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等的测量。正式调查中，课题组通过典型抽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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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选取了位于华中、华东粮食主产区的六省（湖北、湖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作为调查区域，然后

在每个省份随机抽取 4~5个市（要求有水稻种植），再通过学校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招募位于既定

省市农村地区的本科生、研究生调研员，让其于 2023年 7-8月利用暑期返乡的机会前往家乡所在地

的乡镇随机选取种植水稻面积达到 30亩及以上[42]的规模户开展一对一的问卷调查，要求每人在所在

乡镇访谈 5~10位水稻规模种植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700份，回收问卷 546份，剔除信息缺失过

多以及问题答案明显有误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17份。

2.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参照杨志海等[5]、谢文宝等[43]以及原农业部 2015年发布的《耕地质量保护

与提升行动方案》，以 2022年农户实施“施用土壤调理剂、施用有机肥、施用测土配方肥、秸秆还田、种

植绿肥、土地休耕、作物轮作、免耕少耕、深耕深松（近三年）、土地平整（近三年）、节水灌溉、施用生物

农药、回收废旧农膜”①这些技术的具体数量作为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水平的测量。

（2）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各维度参照 Covin等[19]、Kangogo等[12]、张怀英等[13]研究中的量表进行

改编，然后再根据专家意见和预调研情况，确定了正式量表（见表 1），每个维度均包含 3个题项，量表

共包含 15个题项。每个维度的得分均取其所包含题项的均值，企业家精神得分通过因子分析对各维

度加权平均得出。

（3）调节变量：主要包括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基层制度完善性等。社会网络的测量参照边燕

杰等[28]、杨隽萍等[44]研究中的量表进行改编，量表共包含 9个题项。企业家能力的测量参照De Noble
等[32]、Man等[33]、易朝辉等[34]研究中的量表进行改编，量表共包含 12个题项。基层制度完善性的测量

参照姜翰等[45]的研究并进行改编，量表共包含 3个题项。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各包括两个维度，每

个维度的得分均取其所包含题项的均值，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对各维度加权平均得出社会网络、企业

家能力的得分。基层制度完善性得分直接取其所包含的3个题项的均值。

（4）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成果[4，46]，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以下 4类：其一，户主或参与生产

经营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党员、农业从业年限 6个变

量；其二，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参加培训次数、是否加入合作社 3个变量。其三，土地

特征，包括耕地面积、耕地细碎化程度、地块坡度、土地租约期限、土地租金、离机耕路的距离 6个变

量。其四，村庄特征及其他，包括村庄区位、气候条件2个变量。变量测度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测度与描述性统计 N=517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数量

(Adoption)
企业家精神(Entrep)：：

创新精神(Entrep_1)

主动精神(Entrep_2)

冒险精神(Entrep_3)

责任精神(Entrep_4)

变量题项

施用土壤调理剂、施用有机肥、施用测土配方肥、秸秆还田、种植
绿肥、土地休耕、作物轮作等13项技术的采纳数量

通过因子分析对各维度加权平均得出

您喜欢尝试新的农业技术

您喜欢去改进自己使用的农业技术

您喜欢了解有关农业技术的最新信息

与其他农民相比，您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变化反应更快

您通常是村里第一批采用新型农业技术的农民

您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您不愿一直坚持传统的耕地生产方式，也想尝试新的方式

在目前充满挑战的农业生态环境下，您仍然选择进一步增加对农
业生产的投资

您敢于承担农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

您愿意承担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

您热爱农业，对农业充满感情

您比较关注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

均值

3.851

3.787

3.767

3.633

3.659

3.925

标准差

2.007

0.645

0.827

0.809

0.821

0.779

①    除了深耕深松、土地平整询问的是近3年的实施情况，其他技术均询问的是2022年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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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变量1

调节变量2

调节变量3

控制变量

合作精神(Entrep_5)

社会网络(SN)：

正式网络(SN_1)

非正式网络(SN_2)

企业家能力(EA) ：

机会能力(EA_1)

经营管理能力(EA_2)

基层制度完善性(Insti)

性别(gender)
年龄(age)
教育(educ)
身体健康状况(health)
是否党员(identity)
农业从业年限(years)
务农劳动力数(agri_lab)
参加培训次数(train)
是否加入合作社(coop)
耕地面积(scale)
耕地细碎化(frag)
地块坡度(slope)

土地租约期限(leases)

土地租金(rent)

离机耕路的距离(road)

村庄区位(location)
气候条件(climate)

您会主动与志同道合的农户进行合作

您时常关注农业行业伙伴的信息，并从中寻找合作机会

您会与别人在合作过程中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

通过因子分析对各维度加权平均得出

您与农业管理部门关系密切

您与金融机构（银行、保险机构等）关系密切

您与粮食经销商关系密切

您与种子、化肥等供应商关系密切

您与生产技术服务人员关系密切

您与村委会人员关系密切

您与亲戚朋友关系密切

您与其他种粮大户关系密切

您与村里的小农户关系密切

通过因子分析对各维度加权平均得出

您知道市场上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

您知道种植哪些作物经济效益最好

您能够开发出与农业相关的新产品或服务

您能够发现农业方面新的市场需求

您能够合理配置农业方面的资源要素

您能够带领和激励身边的人一起达到目标

您能够为农业生产经营制定长远的规划

您能够根据自身与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目标和经营思路

您善于同外界打交道，为自己寻求好的出路和资源

您在生产经营中遇到困难，能够坚持不懈

您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农业政策的变化

您具备很强的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您对当地基层政府部门执法水平的满意程度

您对当地基层政府部门办事规范性的满意程度

您对当地基层政府部门办事公正性的满意程度

受访者性别（男=1；女=0）
受访者年龄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5分量表（非常不健康到非常健康分别赋值1~5）
受访者是否是党员（是=1；否=0）
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年限

家庭参与务农的劳动力数量

家庭参与的线上和线下的农业培训次数

家庭是否加入合作社（是=1；否=0）
家庭经营的总耕地面积（亩；取自然对数）

耕地地块数量（取自然对数）

耕地地块的平均坡度（平坦=1；有些坡度=2；坡度较大=3）
转入地约定的平均期限（期限大于等于 5年=1；期限小于 5年或
未约定明确期限=0）
转入地的平均租金/（百元/亩·年）

地块离机耕路的平均距离（0~50米=1；51~200米=2；201~500
米=3；500米以上=4）
本村离城镇的距离/千米

近5年严重自然灾害发生次数

3.935

3.499

3.194

3.889

3.523

3.259

3.726

3.776

0.911
52.522
8.240
3.553
0.244

23.385
2.172
1.650
0.377
4.858
2.686
1.482

0.395

3.278

1.402

23.284
2.397

0.805

0.575

0.775

0.560

0.563

0.728

0.568

0.838

0.285
8.863
2.860
1.350
0.430

13.389
0.929
2.337
0.485
1.061
1.330
0.589

0.489

2.674

0.840

13.955
1.957

续表

注：企业家精神各维度、社会网络各维度、企业家能力各维度均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进行测量，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

同意”。基层制度完善性也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1~5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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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1.量表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所用量表均源于前人研究中使用的成熟量表，在针对农户的测量时进行了一定的语言描

述上的调整。因此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有必要先对 4个核心变量的题项作探索性因子分析[47]。分

析结果表明，每个核心变量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高于 0.5，同时不同因子之间的交叉载荷均不高

于0.4。
所有变量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分析得出

各变量量表的Cronbach’s α值都接近或高于 0.8。另外，各变

量量表的 KMO 值也都高于 0.7，且 Bartlett’s 球体检验均

显著。

接下来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数据与模型的匹配性以

及变量的区分效度。由于有些核心变量的因子数目过多，本

文使用打包法[48]将企业家精神、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的各维度题项的均值作为该变量的因子，而基

层制度完善性仅有三个题项，因此不做处理。表 3显示，将由核心变量组成的四因子测量模型与涉及

三因子、二因子及单因子的 6个竞争模型进行比较发现，四因子模型各项指标要明显优于竞争模型，

表现出较好的区分效度。因此数据与模型匹配较好，可以进行假设检验。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检验是否存在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将企业家精神、社会

网络、企业家能力和基层制度完善性的所有题项以及因变量一同并入一个变量下使用无旋转的主成

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数据未旋转情况下，共有 8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值为

27.88%，小于临界值40%，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进行后续分析。

考虑到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本研究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检验。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远低于10的标准），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1展示了本研究中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样本中规模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数量为

3.851种，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0，这表明规模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水平处于中等，仍有进一

步提高的空间，同时最小值仍有 0，说明仍然存在一些不重视耕地质量保护的情况。企业家精神、社

会网络、企业家能力、基层制度完善性得分的均值分别为 3.787、3.499、3.523、3.776，总体上均处于中

上水平。

表2　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变量

Entrep

SN

EA

Insti

Cronbach’s α
0.922
0.792
0.860
0.922

KMO值

0.921
0.811
0.894
0.742

表3　核心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四因子模型
（Entrep,SN,EA,Insti）

三因子模型
（Entrep+SN,EA,Insti）

三因子模型
（Entrep+EA,SN,Insti）

三因子模型
（Entrep+Insti,SN,EA）

二因子模型
（Entrep+SN+EA,Insti）

二因子模型
（Entrep,SN+EA+Insti）

单因子模型
（Entrep+SN+EA+Insti）

χ2

115.716

227.441

277.226

1251.763

355.694

511.616

1413.561

df

48

51

51

51

53

53

54

χ2/df

2.411

4.460

5.436

24.544

6.711

9.653

26.177

IFI

0.978

0.944

0.928

0.616

0.903

0.853

0.565

TLI

0.970

0.927

0.906

0.501

0.879

0.817

0.467

CFI

0.978

0.943

0.927

0.615

0.903

0.853

0.564

RMSEA

0.052

0.082

0.093

0.214

0.105

0.129

0.221

△χ2

111.725

161.510

1136.047

239.978

395.900

1297.845

△df

3

3

3

5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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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展示了本研究核心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水平。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社会网络、企业家

能力、基层制度完善性均与规模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数量呈正相关关系。

4.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层次回归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在回归中，由于引入交互项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

因此，在生成交互项前，需先进行中心化处理，即从每个变量测量值中减去该变量的样本均值。本文

在回归分析中对企业家精神、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基层制度完善性的交互项均进行了中心化处

理。构建了“Entrep×SN”“Entrep×EA”“Entrep×Insti”“Insti×SN”“Insti×EA”“Entrep×Insti×SN”

“Entrep×Insti×EA”共 7个乘积项和 7个回归模型（见表 5）。模型 1用控制变量预测规模户的耕地质

量保护行为。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Entrep）和调节变量（SN、EA、Insti），旨在检验

H1。模型 3、4、5 则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Entrep×SN”“Entrep×EA”“Entrep×Insti”的交互

项，旨在检验H2和H3。模型6在模型3的基础上额外加入了“Entrep×Insti”“Insti×SN”“Entrep×Insti×
SN”这 3 个交互项，旨在检验 H4。模型 7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额外加入了“Entrep×Insti”“Insti×EA”

“Entrep×Insti×EA”这3个交互项，旨在检验H5。

表 5中模型 2显示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显著（B=0.892，SE=0.127，
p<0.01）。即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正向影响其耕地质量保护

行为，H1得到验证。

表 5 中模型 3 显示乘积项“Entrep×SN”的系数显著（B=
0.497，SE=0.169，p<0.01），即表明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显

著。如图 1的简单斜率图所示，当社会网络关系强度越高时，

企业家精神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正向关系更强（即图中虚线的斜

率高于实线，B 虚线=1.234，B 实线=0.663）。即社会网络正向调

节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社会

网络关系强度越高，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

为的正向关系越强，H2得到验证。

表 5 中模型 4 显示乘积项“Entrep×EA”的系数显著（B=
0.619，SE=0.167，p<0.01），即表明企业家能力的调节效应显著。如图 2的简单斜率图所示，当企业

家能力越高时，企业家精神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正向关系更强（即

图中虚线的斜率高于实线，B 虚线=1.209，B 实线=0.577）。即企业

家能力正向调节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的关系，企业家能力越高，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

护行为的正向关系越强，H3得到验证。

H4未得到支持，企业家精神、社会网络与基层制度完善性之

间的三维交互作用不显著。表 5中模型 7显示乘积项“Entrep×
Insti×SN”的系数不显著（B=-0.231，SE=0.169，p>0.1）。对

此的可能解释是，有别于传统观点认为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网络会受到正式制度冲击，成

表4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Adoption

Entrep

SN

EA

Insti

Adoption

1
0.545***

0.445***

0.464***

0.267***

Entrep

1
0.468***

0.448***

0.293***

SN

1
0.442***

0.421***

EA

1
0.295***

Insti

1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注：N=517,高：均值+1个标准差；低：均值−1
个标准差。下同。

图 1 社会网络对企业家精神与耕地质量

保护行为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2 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家精神与耕地

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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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法律、规则将逐渐取代社会网络发挥的作用[49]，本文的结论可能说明在中国当前基层治理情境以

及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情、重视人际网络的背景下，地方基层的正式制度与个体的社会网络可以并

行不悖，两者相互嵌入，更高的基层制度完善性也许并不能完全替代社会网络带来的资源优势以及

群体间的互助、学习效应带来的影响等，并且规模户在农业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本身就是政府、制度

重点关注和扶持的对象，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环境和网络的双重影响，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

不显著。

表 5中模型 7显示乘积项“Entrep×Insti×EA”的系数显著（B=0.537，SE=0.184，p<0.01），即表

明三维交互效应存在。结合图 3和表 6来看，在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时，企业家能力越高，企业家精

神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正向关系越强（即 1组的斜率高于 3组，B1=1.544，p1<0.01；B3=0.288，p3>0.1；
B1与3的差异=1.256，p1与3的差异<0.01）。在基层制度完善性较低时，企业家能力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即

表5　规模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回归分析 N=517
变量

Entrep

SN

EA

Insti

Entrep×SN

Entrep×EA

Entrep×Insti

Insti×SN

Insti×EA

Entrep×Insti×SN

Entrep×Insti×EA

gender

age

educ

health

identity

years

agri_lab

train

coop

scale

frag

slope

leases

rent

road

location

climate

省份

常数项

调整后的R2

F

模型1

-0.451
-0.015

0.038
0.152**

0.047
0.001
0.074

0.111***

0.511***

0.320***

-0.067
-0.333**

0.383**

0.048
-0.091
-0.001
0.075**

是

2.410***

0.279
11.993***

模型2
0.892***

0.497***

0.554***

0.067

-0.379
-0.013

0.005
0.047

-0.155
0.001
0.033
0.042

0.369**

0.157*

-0.022
-0.208*

0.075
0.031

-0.045
0.004

0.070**

是

-3.581***

0.430
17.354***

模型3
0.948***

0.541***

0.578***

0.034
0.497***

-0.279
-0.015*

0.000
0.025

-0.154
0.001
0.043
0.027

0.386**

0.140*

-0.009
-0.211*

0.066
0.026

-0.062
0.006

0.092**

是

-3.885***

0.438
17.104***

模型4
0.904***

0.507***

0.603***

0.070

0.619***

-0.270
-0.014

0.006
0.028

-0.154
0.001
0.047
0.033

0.346**

0.163**

-0.010
-0.232*

0.077
0.020

-0.073
0.005

0.085**

是

-3.963***

0.442
18.160***

模型5
0.910***

0.463***

0.570***

0.083

0.190*

-0.354
-0.012

0.008
0.050

-0.168
0.002
0.028
0.040

0.382**

0.157*

-0.018
-0.216*

0.054
0.031

-0.051
0.004

0.072**

是

-3.767***

0.431
16.893***

模型6
0.992***

0.569***

0.575***

0.061
0.494**

0.054
-0.088

-0.231

-0.263
-0.015

0.000
0.031

-0.145
0.001
0.032
0.038

0.368**

0.137*

-0.009
-0.200

0.064
0.025

-0.062
0.007

0.093**

是

-4.287***

0.436
16.199***

模型7
0.849***

0.488***

0.614***

0.000

0.666***

0.081

0.134

0.537***

-0.306
-0.016*

-0.004
0.029

-0.181
0.002
0.048
0.018

0.393***

0.170**

0.001
-0.228*

0.067
0.020

-0.059
0.004

0.076**

是

-3.351***

0.447
1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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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的斜率与 4 组无显著差异，B2=0.903，p2<0.01；B4=
0.660，p4<0.01；B2与4的差异=0.242，p2与4的差异 >0.1）。即企业

家精神、企业家能力与基层制度完善性之间存在三维交互

作用，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时，企业家能力对规模户的

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

增强，H5得到验证。

5.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

的稳健性检验，包括更换因变量的测量、更换回归模型以

及调整规模户的界定标准，结果见表 7~9（其中模型 1~7
的检验目的与表 5 中的一致）。一是更换因变量的测量。

考虑到秸秆还田在部分地区属于政府要求实施的强制性技

术类型，这可能并非农户主观有意识的行动，因此在规模户

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测量中可以剔除秸秆还田技术再进

行检验[11]，结果见表 7。二是更换回归模型。考虑到采纳的

具体耕地保护技术数量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序多分类变量，

故可以使用Ordered probit回归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8。三是

调整规模户的界定标准，有些研究将南方省市的规模户标

准以 50亩为界限[50]，因此剔除低于 50亩的样本再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9。表 7~9的检验结果显示，模型 2中的Entrep的

回归系数、模型 3 中的“Entrep×SN”的回归系数、模型 4 中

的“Entrep×EA”的回归系数、模型 7 中的“Entrep×Insti×
EA”的回归系数方向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均通过了至少

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6中的“Entrep×Insti×SN”

回归系数未通过 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本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即H1、H2、H3和H5

均通过检验，而H4未通过检验。

图 3 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能力与基层制度完

善性之间的三维交互效应

表6　简单斜率分析

斜率

（1）高EA，高 Insti

（2）高EA，低 Insti

（3）低EA，高 Insti

（4）低EA，低 Insti

（1）与（2）的差异

（1）与（3）的差异

（1）与（4）的差异

（2）与（3）的差异

（2）与（4）的差异

（3）与（4）的差异

B

1.544***

0.903***

0.288

0.660***

0.642**

1.256***

0.884***

0.614**

0.242

-0.372

p

0.000

0.000

0.203

0.000

0.033

0.000

0.001

0.046

0.291

0.143

表7　稳健性检验：剔除秸秆还田技术 N=517
变量

Entrep

SN

EA

Insti

Entrep×SN

Entrep×EA

Entrep×Insti

Insti×SN

Insti×EA

Entrep×Insti×SN

Entrep×Insti×EA

控制变量

省份

调整后的R2

F

模型1

是

是

0.255

10.304***

模型2

0.739***

0.544***

0.466***

-0.008

是

是

0.387

15.042***

模型3

0.805***

0.595***

0.495***

-0.047

0.577***

是

是

0.400

15.114***

模型4

0.752***

0.555***

0.519***

-0.004

0.672***

是

是

0.404

15.780***

模型5

0.761***

0.504***

0.486***

0.011

0.223**

是

是

0.390

14.691***

模型6

0.853***

0.619***

0.492***

-0.020

0.573***

0.073

-0.111

-0.235

是

是

0.399

13.988***

模型7

0.703***

0.533***

0.539***

-0.065

0.701***

0.099

0.142

0.486***

是

是

0.409

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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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MOA理论（动机-机会-能力）构建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

响的理论模型，利用来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 517份样本，在控制了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经济和非

经济因素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会正向影响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第二，社会网络正向调节了规模户的企

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强度越高，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

量保护行为的正向关系越强；第三，企业家能力正向调节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

行为的关系，企业家能力越高，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关系越强；第四，

基层制度完善性对企业家能力的调节作用的调节效应显著，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时，企业家能力

对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增强。

表8　稳健性检验：采用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 N=517
变量

Entrep

SN

EA

Insti

Entrep×SN

Entrep×EA

Entrep×Insti

Insti×SN

Insti×EA

Entrep×Insti×SN

Entrep×Insti×EA

控制变量

省份

Pseudo R2

Wald卡方

模型1

是

是

0.087
209.758***

模型2
0.629***

0.395***

0.405***

0.060

是

是

0.152
391.969***

模型3
0.655***

0.411***

0.416***

0.045
0.218*

是

是

0.154
397.668***

模型4
0.637***

0.399***

0.427***

0.061

0.291**

是

是

0.155
386.913***

模型5
0.635***

0.383***

0.411***

0.065

0.066

是

是

0.153
400.702***

模型6
0.682***

0.451***

0.412***

0.070
0.220*

-0.013
-0.013

-0.185

是

是

0.155
417.518***

模型7
0.611***

0.394***

0.418***

0.016

0.341***

0.038

0.024

0.314**

是

是

0.157
399.121***

表9　稳健性检验：调整规模户标准（50亩及以上） N=407
变量

Entrep

SN

EA

Insti

Entrep×SN

Entrep×EA

Entrep×Insti

Insti×SN

Insti×EA

Entrep×Insti×SN

Entrep×Insti×EA

控制变量

省份

调整后的R2

F

模型1

是

是

0.365
15.133***

模型2
0.942***

0.533***

0.559***

0.093

是

是

0.502
21.778***

模型3
0.966***

0.547***

0.561***

0.074
0.325*

是

是

0.504
21.227***

模型4
0.922***

0.508***

0.572***

0.109

0.545***

是

是

0.509
22.604***

模型5
0.954***

0.509***

0.569***

0.103

0.106

是

是

0.501
20.991***

模型6
0.987***

0.575***

0.555***

0.102
0.317

0.010
0.014

-0.174

是

是

0.501
19.818***

模型7
0.814***

0.532***

0.567***

-0.008

0.583***

-0.082

0.327

0.720***

是

是

0.519
2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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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培育利用好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开展，例

如借助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等多样化的媒体渠道，传播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搭建农业知识分

享网站和公众号，定期发布和推送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深度文章供规模户学习；定期开展农业培训，邀

请业内成功的农业企业家、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分享，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等方式让农户理解企业

家精神的理念与行为方式。另外，可以通过建立农业创新示范基地、树立农业企业家标杆等方式来

供广大农户学习，进而激发和培育其企业家精神。

第二，应引导构建规模户的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可以鼓励以村、镇为基本单元成立行业协会、合

作组织等机构，推动农户之间在耕地质量保护技术获取与使用方面开展经验交流与合作。另外政府

部门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政策制定、项目扶持等方面做到公正透明，为规模户提供公平竞争

的机会，使其能够安心经营，专注于农业的长期发展，避免因不正当政商关系导致的农业资源浪费与

破坏行为。

第三，应帮助提升规模户的企业家能力。能力的形成并非完全天生，是可以通过后天教育来获

得和深化的。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设计并组织一系列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培训课程。在传统农业技

能培训基础上，大幅增加对市场机会把握能力、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政策把握能力的培训。同时，实

践是提升企业家能力的关键环节，通过与各方合作（如科研院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等），使规模户能

够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应积极完善当地的基层制度建设。地方政府应将基层制度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加快推

进法制化市场化建设进程，全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在法制化建设方面，制定与完善一系列农业生

产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模户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农业市场秩序。在市场化建设进程中，建立

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与地方保护主义壁垒，使规模户能够在广阔市场中自由

竞争。

总的来说，推进保护耕地从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政府不仅

要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与经济支持，更要通过完善基层制度建设、引导社会网络构建、帮助提升企业

家能力等多方面举措，来充分发挥规模户这一市场主体与粮食生产主体的关键作用。而培育企业家

精神则是激活规模户主观能动性的核心要义，使其能够从内心深处树立起耕地质量保护的自觉意

识，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耕地质量保护中来，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驱动、规模户积极参与的良好局

面，为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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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Entrepreneurship Promote the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 Among Large-scale Grain Farmer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517 Farm Households

CAO Binbin， LI Jian， QING P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uarantee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dentify intrinsic 
motivational factors that can effectively encourage these entities to engage in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MOA） theory，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amine how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large-scale grain farmers affect their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
havior. Utilizing a sample of 517 households obtained from field surveys in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provinces （Hubei，Hunan，Henan，Jiangxi，Jiangsu，and Anhui），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 of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on their decisions regarding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y controlling for eco‐
nomic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The results show that en‐
trepreneurship among large-scale farmers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ir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
Moreover，both soc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of large-scale farmers and their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Additionally，the in‐
stitutional completeness at the grassroots institutional completeness 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repre‐
neurial ability.Specifically，when local institutions are more developed，entrepreneurial ability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efforts.The study con‐
cludes that guiding and strengthening entrepreneurship among large-scale farmers represents a valuable 
approach to promoting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complementing policy-based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Based on the results，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 ability；social network； the farmland quality pro‐
tection behavior；MOA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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